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由此推进经验式的制度演化。但是我国的指导性案例缺乏此结构，因此其演化问题并 没 有 解 决。由 此 推
断，未来指导性案例的更新存废可能依然会由最高院和最高检进行决断，而地方的法院仅仅有“申请建立”
案例的权限，而无类似于英美法系司法机关依靠案例进行立法的权限。
四、结　论
综上，我国的指导性案例是演绎式结构而非归纳式结构，因此缺乏“关键事实的区别”这一机制，地方法
院无法从案例中获得类似于英美法国家的立法权限，因此从本质上区别于英美法国家的判例。而从其形成
目的来看，指导性案例之设立乃是为了调动基层司法主动性、实现基层司法经验的制度化和加强对于有社
会影响力案件的监控，因此其自下而上的结构区别于已有的司法解释的自上而下的结构，并弥补了其缺陷。
并且无论是《最高检规定》还是《最高院规定》都高度重视基层司法经验，并增加了法院以外人士对于典型案
例的推荐，这表明指导性案例制度希望更加贴近本土实际，标志着我国从盲目地追随西方法治标准转向了
更为实用的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本土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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